
创新驱动生产率提升视角下
国外技术获取方式选择

李若曦　 　 周小亮　 　 蔡娇丽

摘要： 文章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 基于技术协同视角探讨了不同国外技术

获取方式对本土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提升的协同效应及其机制， 以选择

出与新时代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国外技术获取方式。 研究结果显示： 进口与对外直接

投资 （ＯＦＤＩ） 有助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短期内呈阻

碍效应而后不显著， 技术引进整体不显著； 自主创新在 ２ 年内可基本完成进口和

ＯＦＤＩ 渠道的中等级技术消化吸收并显现协同效应， 而高等级技术分别需要 ４ ～ ５ 年

及 ３～４ 年， 考虑创新至产出的反应时间， 最终对 ＴＦＰ 的影响需再增加 １ 年； 自主

创新与协同创新对 ＴＦＰ 效应整体上均是积极的， 相较自主创新， 协同创新可缩短

高等级技术少于 １ 年的消化吸收时长； 若不考虑与创新的协同效应， 生产上 ＦＤＩ 有

利于推动 ＴＦＰ 持续提升， 技术引进面临 ４ 年的转化周期且正向效应短暂， 进口则

表现为价值链锁定引致的长期俘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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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代背景下， “双循

环” 新发展格局要求当下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提升， 实现科技领域的自立自强以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而自立自强、 自力更生不是搞自我封闭、 自给自足 （谢伏瞻等， ２０２０） ［１］。
在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下， 无论是自主研发或模仿创新， 本土创新活动均需以国外

先进技术和知识理论为基石， 以此凭借自身努力掌握核心技术， 方可实现自立自

强。 因此， 一方面， 需思考如何以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为中心， 重新定位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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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获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效应， 为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 另一方面， 面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技术封锁加剧， 何种国外技术获取

方式有助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亦有待研究。 这对于

塑造科技领域国内外有效循环， 为新发展格局构建打好供给端基础， 具有重要

意义。
目前， 关于国外技术获取、 创新及 ＴＦＰ 关系的研究， 一方面， 主要围绕进口、

国外技术引进、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及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等渠道探讨了国

外技术溢出对 ＴＦＰ 的作用、 机制和影响因素 （程惠芳和陆嘉俊， ２０１４［２］； 黄新飞，
２０１８［３］； 陈柏福和刘舜佳， ２０１９［４］； 余泳泽等， ２０１９［５］ ）； 另一方面， 由于国外技

术获取与创新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上的功能相似性和潜在替代性， 学者们较多地探

究了两者之间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 包括国外技术获取对创新投入产出质与量的效

应和影响因素 （Ｓｅｙｏ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６］； 张杰等， ２０２０［７］； 诸竹君等， ２０２０［８］ ）。 而

随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和创新驱动战略地位凸显， 如何自洽开放与创新愈发受到学

界关注， 关于二者之间共同作用与协同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加 （韩亚峰和赵叶，
２０２０［９］； Ｋｕｍ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１０］）。 但关于两者在技术领域协同以促进 ＴＦＰ 提升的

深入探讨仍较为有限， 对于新时代下创新与国外技术获取的协同选择更是鲜有

研究。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进行以下扩展：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立足 “经济由逐量

到求质、 技术从靠求购到谋自立” 的发展转变， 重新审视国外技术获取与中国经

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此， 从技术协同视角切入， 思考国外技术获取如何协同本土创

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 区别于创新产出数量、 质量与效率等集中于评价创新活动阶段

性、 局部性特征的指标， ＴＦＰ 描述了整体生产函数投入到产出的关系变化， 可更客

观全面地反映创新多路径辐射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终影响。 第二， 面对日益复杂

的国际环境， 何种国外技术获取方式有助于新时代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 一方

面， 高技术领域长期受制于瓦森纳协定等技术保护政策， 其过往经验对于中国未来

产业发展与国际科技合作具有一定可借鉴性； 另一方面， 高技术领域亦是当下中国

科技发展攻关的重点方向， 是掌握核心技术、 实现自立自强和价值链攀升的主力

军。 故本文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 探讨进口、 国外技术引进、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等
国外技术获取方式对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的协同效应和直接效应。 第三， 根据必要

生产信息获取难度和技术含量对获取技术进行分类， 并结合分类讨论协同效应的时

滞特征， 明晰不同渠道及其各等级技术所需的破解吸收和协同效应显现时长， 以期

为科学评价和规划高技术产业创新与国外技术获取活动提供依据。 第四， 多主体间

协同创新相较于自主创新， 能否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更好更快地破解吸收国外技术并

再创新， 以实现 １＋１＞２ 的协同效应？ 本文将通过回答上述问题， 探寻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创新与开放的自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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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国外技术获取对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影响机制

根据研发创新的两面性理论， 研发创新活动不仅限于技术创新， 还涉及对外部

技术的识别、 吸收和转化利用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 １９８９） ［１１］。 基于此， 国外技

术获取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技术协同机制可大致划分为对获取技术所携带

知识和经验的破译与消化吸收，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重组再创新两个环节。 在获

取国外技术后， 经依托于研发创新的逆向工程与消化吸收， 可将国外技术携带的知

识和经验有序整合入本土知识池与信息库中， 转化成为己所用的技术创新基石。 进

一步， 基于汲取的知识与经验， 一方面， 可通过模仿创新尝试逆向还原及改进国外

技术， 掌握发达国家拒绝外输的核心技术， 实现技术自立； 另一方面， 亦可重组现

有知识， 依靠自主研发从新的技术路线探索本国尚未掌握的已有技术， 或是向未知

领域开拓， 创造全新的知识、 技术及产品， 实现原创性和引领性技术突破， 进而促

进 ＴＦＰ 的提升。 而在此过程中， 国外技术中蕴藏的先进研发理念、 组织模式和管

理经验亦会对本土技术创新起到示范作用， 有助于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 可见， 消

化吸收与再创新两环节在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彼此交织推进， 包含了对国外技术的持

续破译与消化吸收、 将汲取的知识经验不断汇入信息库并进行再创新以及自身创新

能力的积累， 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
由上述机制分析可知， 国外技术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技术协同效应是

基于对获取技术的破译与消化吸收， 通过汲取其中蕴藏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再创新。
那么， 最初的国外技术又是如何获取的呢？ 目前， 对国外技术的获取主要通过进

口、 国外技术引进、 ＦＤＩ 与 ＯＦＤＩ 等方式实现的。 第一， 就进口而言， 一方面， 从

发达国家进口的资本品和中间品给予了后发国家 “干中学” 与 “研究中学” 的机

会， 进口商可通过对进口品的观察与模仿、 逆向工程等行为， 破解、 剥离并掌握进

口品中隐藏的缄默知识与经验等信息流 （谷克鉴等， ２０２０） ［１２］； 另一方面， 进口中

保障研发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设备、 材料和零部件等投入品， 亦是技术支持的重要

组成。 第二， 国外技术引进倾向于技术贸易， 主要通过购买专利许可证获取国外的

专利使用权、 产品设计、 技术方案或成套生产设备， 直接获取较为完整的国外技

术。 而购买引进的国外技术不仅可直接投入使用， 还能通过深入解构重组， 学习其

中隐藏的技术轨道、 设计思路和知识构成。 第三， ＦＤＩ 在引入资金的同时还会带来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理念， 东道国可通过模仿、 培训、 “干中学” 等方式获取

（Ｓｈａｒｍａ ａｎｄ Ｍｉｓｈａｒａ， ２０１５） ［１３］。 且不仅局限于外资进入的行业或部门， 为达成市

场占领、 保障自身产品质量和长期控制价值链等目的， 发达国家还会自愿向东道国

上游企业提供高质量产品与技术服务， 或给予下游企业技术支持， 帮助下游企业深

化专业化分工 （余泳泽等， ２０１９） 。 而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新兴经济体还会

利用自身优质创新资源和平台吸引高质量 ＦＤＩ 联合研发， 尝试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

更为主动直接地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知识 （Ｋｕｍ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第四， ＯＦＤＩ 寻求

合作与跨越式发展的国际化行为则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多样而广泛的组织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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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会， 新兴经济体既可依靠逆向工程学习模仿东道国的技术产品， 也可通过海外

研发投资与合作、 并购和吸引工人携带知识迁移至母国就业等方式获取先进技术、
知识及经验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１４］； Ｐｉｐｅ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１５］）。

然而， 国外技术获取带来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 技术协同效应也可能因技术

封锁、 技术依赖和技术门槛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阻碍。 首先， 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

链治理与产业转移中为保证自身利益， 输出的多为衰落的标准技术 （步丹璐等，
２０１９） ［１６］。 且近年来美国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对我国不断增设投资黑名单与出口限制

清单， 获取先进核心技术的难度日益增加。 而国外技术可得性受限将降低知识与经

验获取的质与量， 进而影响以此知识池为基础的创新活动， 导致高技术产业陷入基

于国外衰落知识或技术轨道的再创新， 出现低端锁定。 可见， 有效技术可得与否是

国外技术能否支持创新驱动 ＴＦＰ 增长的基础。 其次， 国外技术获取可能会引致技

术依赖， 即以依靠国外技术为主， 仅对与其配套或相关的低附加值产品进行难度较

低的适应性创新， 而回避关键技术攻关。 技术依赖一方面是企业青睐于高效率低成

本技术获取而放松本土创新的 “自选择” 行为； 另一方面也是全球价值链治理过

程中发达国家有意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低端制造环节， 以对产品质量的高标准严要求

迫使本土企业采用国外技术产品， 或是外部竞争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无力维持高创新

投入的被动结果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１７］； 诸竹君等， ２０２０）。 而其最终均表现

为全球价值链的俘获效应， 将降低本土企业的创新动机和质量， 不利于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 最后， 若是因本土消化吸收或创新能力与获取的国外技术不匹配而存在

技术门槛， 则将导致本土企业无法有效学习掌握国外技术或创新转化受阻 （肖利

平和谢丹阳， ２０１６［１８］； 张杰等， ２０２０）。 这不仅无法支持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 甚至

可能因资源挤占起阻碍作用。 因此， 最终新时代下国外技术获取能否与本土创新产

生协同效应以促进 ＴＦＰ 提升， 需要结合上述影响具体探讨各获取方式的异质性。
（二） 新时代下国外技术获取协同效应的异质性与时滞性特征

为深入探讨新时代下国外技术获取方式对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协同效应的

异质性与时滞性特征， 需对各获取方式携带的技术类型和等级进行分类。 根据必要

生产信息的获取难度， 可将获取的国外技术大致分为直接与非直接两类。 直接技术

中相关必要生产信息相对完备， 获取难度低， 吸收接受度较好， 多以非物化知识、
经验和信息为载体。 而非直接技术通常无法直接获得必要生产信息， 需依靠逆向工

程破译推演其中的处理流程、 组织结构、 功能特性和技术规格等设计要素， 以获得

其中蕴藏的缄默知识信息。 此类技术则多以物化的设备、 产品等为载体。
根据比较优势和技术差距理论， 国家间贸易应基于国际分工原则， 发达国家通

常选择将已经处于或者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技术或产业转移到其他相对落后的国

家， 而将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留在本土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７９［１９］； 小岛清， １９８７［２０］ ）。
而高技术领域的核心技术正是发达国家难以被模仿和超越的竞争力和长期比较优势

所在， 是其保证自身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的关键， 后发国家在发达国家占优的高技

术、 高附加值产业取得进展并不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 因此， 当技术代差较大时，
发达国家愿意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成熟或衰落技术向外转移以寻求双赢， 但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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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长期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保障的核心技术是不会被向外输出的 （步丹璐等，
２０１９）。 而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迈向国际技术前沿， 技术差距缩小使得我国对外部

技术的需求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掌握的核心技术。 这一触及发达国家根本利益的需求

变化无疑将打破原先基于夕阳技术与产业转移承接模式所形成的合作共赢蜜月期，
在既得利益国家眼中， 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发展甚至是对其垄断地位以及金融危机后

再工业化的潜在挑战和威胁。 于是， 竞合关系的改变使得其在贸易保护与技术封锁

方面对我国的政策日益收紧， 这使得技术可得性正成为新时代下决定国外技术是否

有助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的最主要因素。
具体看来， 国外技术引进与 ＦＤＩ 所携带的多为必要生产信息较为完备并可得的

直接技术， 且在技术寻求中所处地位较为被动， 因而受制于输出国对核心直接技术

的严密保护或全球价值链治理目的， 现阶段可获取的有效技术有限。 但随着中国经

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若能够依托国内优质创新资源与平台， 吸引外资进行联合研

发， 亦有可能吸引有效技术流入而有助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 （Ｋｕｍ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进口虽在技术获取中看似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 但由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

价值链的长期稳定发展， 以及以设备产品等为载体的非直接技术自身较高技术壁垒的

保护， 发达国家对该渠道管控相对宽松， 技术捕获成功与否的决定权更多掌握在输入

国依托于研发创新的逆向工程之中。 而技术寻求型 ＯＦＤＩ 虽以直接技术为主， 但在寻

求技术合作中母国不仅可采取并购、 联合研发投资等方式对国外企业和技术拥有较强

的主导权和掌控力 （刘文勇， ２０２０） ［２１］， 还可通过吸引人员回国就业、 定期举行员工

交流培训等方式携带不易编码的隐形知识跨越封锁屏障， 带来有效技术溢出。
根据所携带技术的质与量， 可分别将直接与非直接技术划分为低、 中、 高等

级。 高等级的技术拥有更高的技术含量、 更丰富的知识经验等信息量， 其与创新的

协同效应通常更为显著， 但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技术复杂程度和获取、 破译、 消化

吸收难度， 协同效应显现需要更长时间。 因此， 根据技术等级特征及其与创新协同

效应显现所需的时间， 直接与非直接技术的破解与消化吸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

一阶段是国外技术中承载的低等级直接技术及研发相关设备材料等应用支持型非直

接技术， 由于技术壁垒与门槛低， 此类技术被获取后通常可直接采用， 因此在获取

当期或一期 （年） 内即可完成消化吸收或应用， 进而与创新活动协同促进 ＴＦＰ 提

升； 第二阶段是中低等级非直接与中等级直接技术的破解及吸收， 该阶段通常需要

１ 至 ｔ 期时间， 即需要一段时间的逆向工程或消化吸收方可掌握国外技术中承载的

知识和经验等信息； 第三阶段则对应高等级的非直接与直接技术， 其通常带来比第

二阶段的中低等级非直接和中等级直接技术更显著的协同效应， 也需要更长的破解

与消化周期。 故第三阶段消化吸收时间应在 ｔ 期以上， 即所需时间长于第二阶段。
而比较直接与非直接技术溢出， 直接技术多为非物化的信息， 相较于常以实物为载

体、 具有高隐匿性和高壁垒的非直接技术， 可省去逆向工程破译时间， 能被更快更

好地消化吸收并应用于创新， 因此同一技术等级下直接技术的协同效应显现时长一

般短于非直接技术。 不同国外技术获取方式所带来的协同效应及各阶段所需时间差

异， 本文将结合实证结果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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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计量模型设定、 变量及数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探讨国外技术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协同效应及其异质与时滞性特征，
本文借鉴李志斌等 （２０２０） ［２２］及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和 Ｒａｖｅｈ （２０１８） ［２３］等的做法， 设定回

归模型如下①：

ｌｎＴＦＰ ｉｔ ＝ θ０ ＋ θ１ ｌｎＲＤｉｔ －１ ＋ ∑
ｊ
γ ｊ ｌｎＦＴＡ ｊｉｔ －ｋ ＋ ∑

ｊ
η ｊ（ｌｎＲＤｉｔ －１ × ｌｎＦＴＡ ｊｉｔ －ｋ）

＋ ∑
ｌ
ωｌ ｌｎＺ ｌｉｔ ＋ μｉｔ （１）

其中， ｉ 与 ｔ 代表地区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ＴＦＰ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解释变量

ＲＤ 代表本土创新， 根据创新活动是否独立开展， 可分为自主创新 ｒｄｉ 与协同创新

ｒｄｏ。 ＦＴＡ 代表国外技术获取方式， 包括进口 ｉｍ， 国外技术引进 ｆｔ、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及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ｌｎＦＴＡ 与 ｌｎＲＤ 的交乘项用于捕捉国外技术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协同效应， Ｚ 代表控制变量， μ 为随机扰动项。 时间效应上， 研发创新到

最终产出一般需要 １～２ 年时间， 因此将创新活动设定为 ＴＦＰ 的滞后 １ 期。 由于国外

技术获取与创新活动相协同， 且破译与消化吸收到再创新亦需要一定时间， 故 ＦＴＡ
滞后期 ｋ 分别取值 １～６ 年进行探讨。 此外， 考虑到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与产业集聚度 ｉｎｄ 反

映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是 ＴＦＰ 的重要影响因素， 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用索洛余值法测算高技术产业 ＴＦＰ②， 假设生产函数为 Ｃ－Ｄ 函数形式：
Ｙ ＝ ＡＫαＬβ （２）

其中， Ｙ、 Ｋ 和 Ｌ 为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出、 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 α 与 β 为资

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 且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假设， 即 α＋β ＝ １。 通常定义 ＴＦＰ 为总

产出与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的比值：

ＴＦＰ ＝ Ｙ
ＫαＬβ （３）

将式 （３） 取对数：
ｌｎＴＦＰ ＝ ｌｎＹ － αｌｎＫ － βｌｎＬ （４）

将数据代入式 （４）， 计算得到资本与劳动投入对应的弹性系数 α 与 β 的数值，
即可求得 ＴＦＰ。 产出指标采用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资本和劳动投入指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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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情况下， 不同滞后期国外技术经消化吸收获得的知识经验均可能影响创新对当期 ＴＦＰ 的效应， 分

布滞后模型是理想选择。 但对国外技术的破解及消化吸收与再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尤其高等级技术更是

如此。 加之本文涉及多种国外技术获取方式及其与创新的交互项， 长时滞与多变量使得在省际产业数据有限

的样本量下自由度将受到极大挑战， 且大量交互项引入可能诱发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影响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故借鉴已有研究， 采用此类简化设定直观考察滞后效应。
宏观层面测算 ＴＦＰ 的常用方法有索洛余值、 ＤＥＡ 和 ＳＦＡ 等。 由于高技术产业各期投入产出数据波动性较

大， 若是采用 ＤＥＡ 或 ＳＦＡ 方法计算 ＴＦＰ 变化率， 最后累乘算得的 ＴＦＰ 值可能失真， 故选用索洛余值法测算。



固定资产存量余额和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其中， 固定资产存量余额使用 １９９９ 年末

各地区固定资产余额作为基期存量， 其后年份使用新增固定资产， 采用永续盘存法

进行累加计算。 借鉴程惠芳和陆嘉俊 （２０１４） 的做法并结合高技术产业高研发高

折旧的特点， 设折旧率 δ ＝ １５％。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使用各地区高技术产业从业人

员平均人数表示； 主营业务收入数据使用各地区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表示。 为

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使用各地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分别对主营业务收入和新增固定资产进行平减。 弹性计算结果为 α ＝ ０􀆰 ３１７， β ＝
０􀆰 ６８３， 该结果与多数研究中测算与使用的弹性相近。

２􀆰 解释变量

（１） 创新活动。 根据上文分析， 投入研发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均是一个持

续累积的过程， 故应使用存量指标表示。 对研发存量的计算普遍采用永续盘存法，
其基础公式为 ＫＲ ｉｔ ＝ ＲＩｉｔ ＋ （１ － δ）ＫＲ ｉｔ －１ 。 其中， ＫＲ ｉｔ为 ｉ 地区 ｔ 时期的研发资本存

量， ＲＩｉｔ为 ｉ 地区 ｔ 时期的实际研发投入， δ 为研发资本存量的折旧率。 本文参考美

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ＢＥＡ） 发布的美国 Ｒ＆Ｄ 卫星账户的计算方法， 在传统永续

盘存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正， 即 ＫＲ ｉｔ ＝ （１ － ０􀆰 ５δ）ＲＩｉｔ ＋ （１ － δ）ＫＲ ｉｔ －１ ， 其对应基期存

量计算公式为 ＫＲ１ ＝
（１ － ０􀆰 ５δ）ＲＩ１

ｇ ＋ δ
。 其中， ｇ 为投入的年均增长率， 折旧率取 δ ＝

１５％。 相较于一般的永续盘存法， 该方法假定当年的研发投入仅有 １ ／ ２ 形成资本存

量， 将其中的 １ ／ ２ 进行了折旧处理 （余泳泽， ２０１５） ［２４］。 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参照朱平芳和徐伟明 （２００３） ［２５］的处理方法， 以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分别赋予 ０􀆰 ５５ 和 ０􀆰 ４５ 的权重， 使用其加权平均值表示技术投入价格指数并

对各期实际投入进行平减。 当期实际研发投入采用历年各地区高技术产业 Ｒ＆Ｄ 经

费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表示， 分别代表自主创新与协同创新。
（２） 国外技术获取 （ＦＴＡ）。 进口 （ ｉｍ） 代理指标使用高技术产业进口总额与

主营业务收入比值表示。 进口总额初始单位为美元， 经历年汇率换算为人民币后，
使用进口商品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国外技术引进 （ ｆｔ） 代理指标使用高技术产业技

术引进经费支出与投资额比值表示。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使用技术投入指数平减， 投

资额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而目前高技术产业未统计 ＦＤＩ 与 ＯＦＤＩ 的相

关数据， 仅可获得全社会口径数据。 但高技术产业对技术知识敏感性高， 若使用全

社会口径数据回归， 可能因存在投资量与技术携带量不匹配的问题， 导致结果出现

偏颇或失真。 为缓解该问题的影响， 本文将投资的技术外溢量化后与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额比值作为 ＦＤＩ 与 ＯＦＤＩ 的代理指标。 以 ＦＤＩ 为例， 借鉴陈柏福和刘舜佳

（２０１９） 的研究， 其技术外溢指标为 ｆｄｉｉｔ ＝
ＦＤＩｉｔ
ＦＤＩｔ

∑
ｎ

ｊ ＝ １

ＦＤＩ ｊｔ
Ｋ ｊｔ

ＫＲ ｊｔ 。 其中
ＦＤＩ ｊｔ
Ｋ ｊｔ

表示 ｔ 年

中国从 ｊ 国获取的外商直接投资占 ｊ 国当年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 其与当年该国

Ｒ＆Ｄ 存量的乘积表示中国国家层面从 ＦＤＩ 渠道获得的该国技术溢出。 将从各国获

得的技术溢出加总， 即可得到当年国家层面获得的技术溢出总量 ∑
ｎ

ｊ ＝ １

ＦＤＩ ｊｔ
Ｋ ｊｔ

ＫＲ ｊｔ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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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各地区当年 ＦＤＩ 占国家 ＦＤＩ 比重
ＦＤＩｉｔ
ＦＤＩｔ

为权重， 计算各地区 ＦＤＩ 渠道所能分摊

到的技术溢出量。 ＯＦＤＩ 技术溢出量化过程与 ＦＤＩ 类似。 国外 Ｒ＆Ｄ 资本存量计算方

法与国内一致， 折旧率取 ５％。
关于技术溢出样本国的选取， 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数据可得性 （陈柏福和刘舜

佳， ２０１９）， 在 Ｇ７ 国家基础上， 选择技术能力强、 研发支出高且具有传统技术所有

权垄断的 ＯＥＣＤ 国家———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美国、 澳大

利亚、 比利时、 芬兰、 爱尔兰、 以色列、 韩国、 荷兰、 西班牙和土耳其， 再加入俄罗

斯共 １７ 国。 代理指标上， ＦＤＩ 使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ＯＦＤＩ 以非金融类对外

直接投资流量表示。 国外 Ｒ＆Ｄ 经费支出经购买力平价处理后转化为美元不变价。 Ｋ
使用当年各国本国货币表示的资本形成总额， 使用购买力平价指数转化为美元。

３􀆰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使用各地区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与企业数的比值表示， 产业集

聚度 ｉｎｄ 使用各地区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其全国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表示。
４􀆰 数据说明

本文涉及数据来源于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
国统计年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数据库、 万得 （Ｗｉｎｄ） 数据库和

ＥＰＳ 数据平台。 其中， ２０１７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劳动人数及 Ｒ＆Ｄ 外

部经费支出未统计， 但对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进行统计， 整体趋势明显， 故使用线性插

值填补。 ２０１７ 年之后高技术产业新增固定资产不再汇报， 且因其波动性较大， 通

过预测填补易失真， 故使用数据止于 ２０１７ 年。 此外， 内蒙古自治区、 海南省、 西

藏自治区、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区因国外技术引进的

代理指标技术引进经费支出数据缺失严重， 予以剔除， 其他省份缺失的技术引进经

费支出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漏①。 综上， 考虑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和国际

形势， 结合数据可得性和统一性， 最终采用金融危机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中国 ２５ 个

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国外技术获取、 自主创新与 ＴＦＰ 提升

考虑到各地区之间具有较强差异， 本文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②。 在内生性方面， 通过滞后项、 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等设定， 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了互为因果及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等可能带来的影响。 进一步， 使用剔除各地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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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数据填补省份为山西省、 吉林省、 辽宁省、 黑龙江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
云南省和甘肃省，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由于在纳入时间固定效应的年份虚拟变量后自主创新变量 ＶＩＦ 值显著升高， 且模型中已存在多个创新

变量的交互项， 为避免进一步加重多重共线性诱发伪回归问题， 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情况将在稳健性检验中讨论。



剩余地区的研发存量均值作为该地区创新活动及交互项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经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接受了不存在内生解释变量的原假设， 故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考虑到交互项可能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 故采用逐步回归法逐个加入交互项， 加入

过程中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 整体回归仍稳健。
１􀆰 国外技术获取与自主创新的协同效应

表 １ 反映了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 国外技术获取与 ＴＦＰ 之间的关系。 由第

（１） 列可知， 自主创新对 ＴＦＰ 效应整体上是积极的。 第 （２） — （７） 列分别代表

了相较 ＴＦＰ 滞后 １ 期自主创新与滞后 １ ～ ６ 期国外技术获取， 即与自主创新同期至

之前 ５ 期的国外技术获取， 对 ＴＦＰ 的效应①。 其中， 交互项反映了各渠道获取的国

外技术对自主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影响。 其回归结果显示， 进口仅在相较自主创

新滞后 ３ 期时效应不显著， 其余均为正向显著； 国外技术引进在整个考察期内均不

显著； ＦＤＩ 则在与创新活动同期和滞后 １ 期表现为负向显著， 其余效应不显著； 滞

后 ２～４ 期 ＯＦＤＩ 表现为正向显著。 整体来看， 进口与 ＯＦＤＩ 是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

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有效助力， 国外技术引进的协同效应不显著， ＦＤＩ 短期内呈阻

碍效应而后不显著。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可尝试将各获取方式不同滞后期的交互项效应与其所承载的

技术内容进行匹配。 在进口方面， 与创新同期和滞后 １ 期的进口表现出正向显著的

协同效应， 意味着进口带来的研发试验设备、 零部件与原材料等投入品是高技术产

业自主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持与保障。 而随着滞后期增加， 协同效应呈现出先降后升

的变化趋势。 滞后 １ 期相较于与创新同期的显著性 （ ｔ 值） 有所减弱， 该期进口对

自主创新效应的影响除了来自研发设备和材料等技术支持外， 还包括以进口资本品

和中间品为载体的低等级非直接技术。 但由于低等级技术知识含量较低， 对高技术

产业创新驱动 ＴＦＰ 的帮助相对有限， 故其效应相较于创新同期有所减弱。 滞后 ２
期效应显著性进一步减弱， 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 该期主要对应中等级非直接技术的

破解和吸收。 滞后 ３ 期效应为不显著， 而滞后 ４ 期显著性明显提升， 在 ０􀆰 ０１ 水平上

显著。 由此可见， 滞后 ３ 期是一个分界点， 其协同效应不显著意味着对中等级非直接

技术的破解和消化吸收在 ２ 年内已基本完成， 而高壁垒的高等级关键核心技术的破译

攻关仍在继续。 待成功破解与消化吸收后， 高等级非直接技术带来的协同效应相较于

中等级技术更为显著。 滞后 ５ 期效应显著性减弱， 表明高等级非直接技术的攻关仍未

结束， 需 ４ 年及以上时间。 由此可大致推断出非直接技术消化吸收第二与第三阶段的

分界点 ｔ 的值约等于 ２ 年， 即企业需要 ２ 年的时间破解与吸收进口携带的中低等级非

直接技术， 而高等级非直接技术则需要花费 ４ 年及以上时间。 若是以最终产出 ＴＦＰ
计算， 则协同效应显现时间需再增加 １ 年， 分别需要 ３ 年和 ５ 年及以上时间方可促

进 ＴＦＰ 提升。 可见， 进口携带的中高等级非直接技术由于自身较高的技术壁垒和

破译难度， 发达国家对其管控相对较松， 高技术产业可通过逆向工程等方式破解与

消化吸收， 主动获取其中的知识和经验等信息， 以支持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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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方便分析协同效应， 下文国外技术获取的滞后期若无特别说明均以创新活动为参照时点。



表 １　 国外技术获取与自主创新对 ＴＦＰ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１􀆰 ＦＴＡ Ｌ２􀆰 ＦＴＡ Ｌ３􀆰 ＦＴＡ Ｌ４􀆰 ＦＴＡ Ｌ５􀆰 ＦＴＡ Ｌ６􀆰 ＦＴＡ

Ｌ􀆰 ｌｎｒｄｉ 　 ０􀆰 ０６４∗∗∗ 　 ０􀆰 １０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０
（２􀆰 ８２０） （３􀆰 ５９０） （１􀆰 ８６９） （２􀆰 １２５） （１􀆰 ９８４） （１􀆰 ０９９） （－０􀆰 ３７９）

Ｌ􀆰 ｌｎｉｍ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１􀆰 ４４９） （０􀆰 ３１３） （０􀆰 ８７９） （０􀆰 ５９９） （－０􀆰 １８６） （－０􀆰 ３４２）

Ｌ􀆰 ｌｎｆ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１􀆰 ０６６） （０􀆰 １５４） （１􀆰 ２７０） （２􀆰 ３００） （０􀆰 ０３０） （－１􀆰 ０４１）

Ｌ􀆰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８
（０􀆰 ３７４） （０􀆰 ６７８） （１􀆰 ３１０） （１􀆰 ８５４） （１􀆰 ９５０） （０􀆰 ６１０）

Ｌ􀆰 ｌｎｏｆｄｉ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５

（－０􀆰 ５３５） （１􀆰 ７２４） （２􀆰 ３２２） （２􀆰 ８４５） （２􀆰 ３１５） （－０􀆰 ４３９）

Ｌ􀆰 ｌｎｒｄｉ×Ｌ􀆰 ｌｎｉｍ ０􀆰 ０８１∗∗∗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９∗∗

（５􀆰 ５５６） （３􀆰 ７５８） （２􀆰 １７０） （１􀆰 ５６０） （３􀆰 ４１１） （２􀆰 １８７）

Ｌ􀆰 ｌｎｒｄｉ×Ｌ􀆰 ｌｎｆ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２１７） （０􀆰 ２２５） （０􀆰 ５９２） （０􀆰 ８４８） （０􀆰 ５９１） （－１􀆰 ２３３）

Ｌ􀆰 ｌｎｒｄｉ×Ｌ􀆰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５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６
（－４􀆰 ６６６） （－１􀆰 ９２８） （０􀆰 ６２７） （１􀆰 ４０６） （１􀆰 ００７） （－０􀆰 ６０１）

Ｌ􀆰 ｌｎｒｄｉ×Ｌ􀆰 ｌｎｏｆｄｉ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６
（０􀆰 １６８） （１􀆰 ２８７） （２􀆰 ２５１） （２􀆰 ３８４） （４􀆰 １５１） （０􀆰 ５９９）

控制变量
及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０ １２５ １００ ７５

Ｒ２ ０􀆰 ７９５ ０􀆰 ８４３ ０􀆰 ８４９ ０􀆰 ８３２ ０􀆰 ８２３ ０􀆰 ８３７ ０􀆰 ７８０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ｐ ＜ ０􀆰 １， ∗∗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０１。

在 ＯＦＤＩ 方面， 以创新活动为基期， 滞后 ０ 期 ＯＦＤＩ 协同效应不显著。 其主要

原因在于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主要依靠中高等级技术， 需要一定的消化

吸收时间， 而该滞后期主要反映的低等级直接技术贡献相对较小， 未带来明显的协

同效应。 滞后 １ 期 ＯＦＤＩ 虽然 ｔ 值相较于创新同期有明显提升， 但仍未跨过 ０􀆰 １ 显

著性水平门槛， 说明中等级直接技术虽有部分已消化吸收但获取量相对有限， 未能

带来明显的正向效应。 而滞后 ２ 期交互项系数为正向显著， 意味着中等级直接技术

经消化吸收后协同效应开始显现。 滞后 ３ 期 ＯＦＤＩ 协同效应同样为正向显著， 并在

滞后 ４ 期显著性达到最大， ｔ 值为前两期的近两倍， 在 ０􀆰 ０１ 水平下显著， 而再早期

协同效应则不显著， 由此可判断 ＯＦＤＩ 高等级技术基本消化吸收完成并与创新协同

需 ４ 年时间。 由于 ＯＦＤＩ 基于投资合作与联合研发的逆向技术溢出以非物化的直接

技术为主， 相较非直接技术的高壁垒， 直接技术的非物化信息形态可回避复杂的破

译过程， 明显缩短消化吸收和协同效应显现时间。 故通常认为 ＯＦＤＩ 逆向技术溢出

所需的消化吸收时间应短于承载同等级非直接技术的进口。 而 ＯＦＤＩ 与进口渠道的

中等级技术消化吸收后的协同效应均为滞后 ２ 期方显现， 可能是由于 ＯＦＤＩ 逆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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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溢出具有一定等待期， 从投资布局至开展研发到技术回报、 吸引人才迁移母国就

业等逆向输出行为并非一蹴而就， 否则其协同效应显现应早于非直接技术的进口渠

道。 进一步， 结合进口协同效应的回归结果， 即中等级非直接技术花费两期时间基

本完成消化吸收， 高等级非直接技术滞后 ４ 期协同效应显现， 由此可以推断 ＯＦＤＩ
携带的中等级直接技术既然在滞后 １ 期时已开始被吸收， 理应也在两期内基本完成

消化吸收， 因此滞后 ３ 期 ＯＦＤＩ 与创新的协同效应更多来源于对高等级直接技术的

消化吸收而非中等级直接技术。 可见， 即使考虑投资回报等待期， ＯＦＤＩ 相较进口

仍可更快地实现对高等级技术的消化吸收， 其高等级技术消化吸收时间为 ３～４ 年，
比进口所需时间少约 １ 年， 而中等级技术为 ２ 年， 若以 ＴＦＰ 为基期计算则需再增

加 １ 年。 整体来看， 具有较高主导权的 ＯＦＤＩ 可获取有效国外技术溢出并发挥与创

新的协同作用。
在 ＦＤＩ 和国外技术引进方面， 以创新活动为基期滞后 ０ ～ １ 期 ＦＤＩ 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负， 表明外资为巩固其全球价值链与市场地位所带来的知识经验等直接技

术， 以及生产设备、 零部件和原材料等非直接技术并不能支持我国自主创新， 反而

呈现出明显的锁定效应。 一方面， 在伴随外资输入的非核心甚至边缘技术引导下的

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易落入创新陷阱， 即基于成熟或衰落技术的消化吸收将导致再

创新陷入夕阳领域； 另一方面， 还可能引致技术标准和路径锁定， 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我国技术创新的发展轨道和方向， 导致其被限制于发达国家掌控的现有技术框架

内而难以实现突破性、 引领性的重大技术创新， 进而阻碍 ＴＦＰ 提升。 而滞后 ２ ～ ５
期 ＦＤＩ 和技术引进整体与自主创新的交互项效应不显著的结果表明， 中国高技术产

业基本无法从 ＦＤＩ 与技术引进渠道获得有利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中高等级

技术， 即使是看似诱人的无需破译或是较低技术壁垒的完整直接技术。 虽有研究指

出新阶段下发达国家会为寻求创新资源而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并开展联合研发， 但本

文在实证结果中暂未观察到 ＦＤＩ 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明显协同

效应。 可见， 发达国家为保持自身的技术比较优势， 并未允许先进技术通过由其掌

握主导权且消化吸收难度较低的方式向我国输出， 实证结果支持了 “关键核心技

术是要不来、 买不来、 讨不来的” 的重要判断。 这就要求我国在技术获取上掌握

较高主动权。 理论上， 还可能因为技术依赖与技术门槛导致创新抑制而掩盖协同效

应。 但就实证结果和已有研究而言， 其一， 高技术产业已积极主动且成功从更高壁

垒的进口渠道通过逆向工程获取知识溢出， 理应不会主动放弃对技术壁垒相对较低

的 ＦＤＩ 和技术引进渠道的消化吸收； 其二， 随着中国迈入国际准技术前沿阶段， 竞

争引致的创新激励大于抑制效应， 有助于取得更高的技术进步率 （黄先海和宋学

印， ２０１７） ［２６］， 外部竞争不会导致创新受阻和依赖产生， 可见， 技术依赖并非协同

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其三， 进口与 ＯＦＤＩ 渠道的溢出技术等级、 知识含量和破

译吸收难度并不亚于 ＦＤＩ 及技术引进， 受技术门槛限制的可能性亦较低。 因此， 未

观察到 ＦＤＩ 和技术引进的协同效应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高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全球

价值链治理的技术封锁下被迫陷入了创新陷阱。 但同时， 进口和 ＯＦＤＩ 与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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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协同效应则反映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已基本跨出重引进轻消化的桎梏， 正在积

极破解吸收国外技术， 努力摆脱模仿依赖， 向技术自立迈进。
２􀆰 国外技术获取对 ＴＦＰ 的整体效应与直接效应

在回归过程中， 本文对交互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因而国外技术获取的系数可

反映创新活动取均值时其对 ＴＦＰ 的整体效应。 进口对 ＴＦＰ 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明若

不考虑与自主创新的正向协同效应， 其直接效应为负， 呈现长期俘获效应。 这意味着

高技术产业若只依赖于进口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而不积极研发创新， 将被锁定于全球

价值链低端环节， 且负面影响会持续数年。 技术引进效应仅滞后产出 ４ 期时正向显

著， 其余均不显著。 这说明从技术引进到生产应用进而促进 ＴＦＰ 提升面临着 ４ 年

的等待期且效应短暂。 由此可以推断在创新路径之外的生产环节上， 虽有部分技术

贸易实现了生产环节改造升级， 但仍可能存在 “为引进而引进” 以获取补贴或认

定等低效无效行为， 导致技术应用与转化效率低下而表现出正向效应的长等待期与

短暂性。 相较于 ＦＤＩ 与自主创新的负向交互作用， 滞后产出 １ ～ ２ 期 ＦＤＩ 整体对

ＴＦＰ 效应表现为正向不显著， 且滞后 ４ ～ ５ 期正向显著， 可见外资进入虽不利于自

主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 但其中的技术转移、 设备材料与零部件等投入品以及具有

示范效应的管理理念、 运营模式等先进经验仍有助于推动生产环节技术进步和效率

持续提升。 ＯＦＤＩ 整体效应均表现为正向显著， 因此无法明确捕捉到其对生产的直

接效应， 但也应注意到母国接受逆向溢出后是否与海外已有技术产品接近同质， 以

避免国内外产品因替代非互补关系形成较强的竞争格局而影响本土产业发展 （Ｙｏｕ
ａｎｄ Ｓｏｌｏｍｏｎ， ２０１５） ［２７］。

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变量度量、 遗漏变量、 样本处理及模型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 在变量替换上， 被解释变量方面为避免 ＴＦＰ 测算可能存在的偏误对回归分析

造成影响， 采用相关研究中资本与劳动产出弹性的常用取值 ０􀆰 ３ 和 ０􀆰 ７， 及 ０􀆰 ４ 和

０􀆰 ６， 以此重新测算 ＴＦＰ 进行替换， 在解释变量方面， 则使用 Ｒ＆Ｄ 人员折合全时当

量存量作为创新变量的替代指标； 其次， 考虑到经济发展可能通过优化创新环境以

及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影响创新活动和 ＴＦＰ， 故引入人均 ＧＤＰ 作为经济发展

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再次， 为避免可能存在的极端值或异常值干扰，
通过 １％双边缩尾进行样本处理， 以排除地区系统性差异造成的不同特征因素引致

的估计结果偏差； 最后， 使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了再回归， 以避免

随时间变化而不随地区变化的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影响。 就结果而言， 本文核心结

论未发生明显改变， 整体是较为稳健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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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中， 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后自主创新整体效应变为负向显著， 这并不符合当下高

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很可能因时间虚拟变量引入加剧多重共线性而导致了伪回归。 进一步， 为排除存在随时

间变化而不随地区变化的因素导致整体样本中创新与 ＴＦＰ 的同方向变化， 而固定时间效应后创新与 ＴＦＰ 负相

关的情况， 本文根据年份分组绘制各年 ＴＦＰ 与上一年创新的趋势线以及回归分析考察两者的相关关系。 结果

显示， 在固定时间效应后创新与 ＴＦＰ 也均为正向相关。 因此， 创新整体效应符号变化的主因应是多重共线性

导致的伪回归， 其他部分的核心结论未发生明显变化。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二） 国外技术获取、 协同创新与 ＴＦＰ 提升

创新系统内的活动主体， 如企业、 学研机构、 政府等， 可通过合作整合优化内

外部资源， 使得系统整体功效大于各主体单独行动的效果总和， 实现 “１＋１＞２” 的

协同效应 （陈劲和阳银娟， ２０１２） ［２８］。 那么， 国外技术和协同创新之间的协同效应

是否与自主创新有所不同？ 表 ２ 显示了国外技术获取与协同创新驱动 ＴＦＰ 增长之

间的关系。 整体来看， 协同创新效应与自主创新基本一致， 但在高等级技术消化吸

收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以协同创新为基期， 滞后 ３ 期进口的协同效应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 滞后 ２ 期和滞后 ３ 期 ＯＦＤＩ 的协同效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且

进口滞后 ２ 期显著性水平相较于自主创新无明显差异， ＯＦＤＩ 滞后 １ 期显著性水平

甚至有所提升。 可见相较于自主创新， 协同创新与高等级技术的协同效应已提早 １
期开始部分显现， 协同创新可缩短少于 １ 年的消化吸收时长。 这表明多主体协同创

新所拥有的知识整合互补能力和更广更深的知识池使得其在高等级技术破解攻关及

消化吸收方面相较自主创新更具优势， 有助于缩短破解和消化吸收时长。

表 ２　 国外技术获取与协同创新对 ＴＦＰ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１􀆰 ＦＴＡ Ｌ２􀆰 ＦＴＡ Ｌ３􀆰 ＦＴＡ Ｌ４􀆰 ＦＴＡ Ｌ５􀆰 ＦＴＡ Ｌ６􀆰 ＦＴＡ

Ｌ􀆰 ｌｎｒｄｏ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６４
（１􀆰 ９８３） （０􀆰 １８４） （０􀆰 ６７３） （０􀆰 ３７２） （０􀆰 ３５７） （０􀆰 ４７０） （０􀆰 ７８６）

Ｌ􀆰 ｌｎｒｄｏ×Ｌ􀆰 ｌｎｉｍ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８０∗∗∗ ０􀆰 １０８∗∗

（４􀆰 ０６３） （３􀆰 ３８１） （２􀆰 １９５） （２􀆰 １１７） （３􀆰 ４９６） （２􀆰 ５０３）

Ｌ􀆰 ｌｎｒｄｏ×Ｌ􀆰 ｌｎｆ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７１１） （－０􀆰 １７９） （０􀆰 １１９） （０􀆰 １４６） （０􀆰 ２４６） （－０􀆰 ６６３）

Ｌ􀆰 ｌｎｒｄｏ×Ｌ􀆰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１

（－１􀆰 ６７７） （－１􀆰 １５２） （１􀆰 ０８９） （１􀆰 ５０５） （０􀆰 ２７２） （－０􀆰 ７４１）

Ｌ􀆰 ｌｎｒｄｏ×Ｌ􀆰 ｌｎｏｆｄｉ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１􀆰 ０９０） （１􀆰 ７０７） （３􀆰 ５４３） （３􀆰 ２２４） （２􀆰 １５３） （０􀆰 ２３１）
其他主要项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及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ｐ ＜ ０􀆰 １， ∗∗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０１。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技术协同视角， 探讨了开放环境下不同国外技术获取方式对高技术产

业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协同效应异质性与时滞性特征，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中国高技术产业基本跨出了重引进轻吸收的桎梏， 已摆脱模仿依赖向技

术自立迈进。 进口与 ＯＦＤＩ 是高技术产业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推动本土创新驱

动 ＴＦＰ 提升的重要助力， 而技术引进和 ＦＤＩ 整体与创新的协同效应不显著， ＦＤＩ 携
带的低等级技术与设备材料短期内甚至会导致高技术产业落入创新陷阱， 阻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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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 ＴＦＰ 增长。 第二， 进口中支持研发的设备材料以及中高等级非直接技术均有

助于创新驱动 ＴＦＰ 提升， 自主创新 ２ 年内可基本完成对中等级技术的破译和消化

吸收， 高等级技术需要 ４～５ 年。 ＯＦＤＩ 所携带的中高等级直接技术亦有利于创新驱

动， 中等级技术消化吸收完成约需 ２ 年， 高等级为 ３ ～ ４ 年， 与进口相比， 能更快

实现对高等级技术的消化吸收。 考虑到创新至产出的反应时长， 最终对 ＴＦＰ 的效

应显现需再增加 １ 年。 第三， 协同创新与自主创新对 ＴＦＰ 的影响整体上均是积极

的。 而相较于自主创新， 协同创新可缩短高等级技术小于 １ 年的消化吸收时长。 第

四， 若不考虑与创新的协同效应， 生产上 ＦＤＩ 输入的设备材料与技术经验有助于

ＴＦＰ 持续提升， 技术引进面临 ４ 年的转化周期且正向效应短暂， 进口则表现为价值

链锁定引致的长期俘获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在科技领域的建设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 积极主动深化高水平开放， 寻求与本土创新驱动 ＴＦＰ 增长的良性互动。

首先， ＯＦＤＩ 在 “走出去” 的技术寻求布局上应具备前瞻性， 相较国内技术和产业

发展需保持一定动态领先， 以保证技术获取和消化吸收的连贯， 同时， 应进一步优

化国内创新环境以促进人才等要素回流， 增强本土吸引力； 其次， 在 “引进来”
方面， 可利用优质创新资源、 平台与引领型技术优势， 吸引高质量 ＦＤＩ 进行联合研

发攻关， 争取早日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吸引转型， 掌握科技活动主导权。 进口方面应

维持并加深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关系， 积极参与高技术领域国际分工与产业合作， 重

点推进高质量进口， 加快价值链攀升。 对技术引进需加强监管， 择优规范引进， 避

免为引进而引进的情况出现。 第二， 在高等级技术获取上， 若条件允许， 可优先选

择 ＯＦＤＩ 并以进口作为补充， 以缩短消化吸收和创新周期。 第三， 根据协同效应显

现所需时间差异， 科学评价和布局高技术产业创新与国外技术获取活动， 给予处于

攻关深水区的高技术领域合理的反应时间。 第四， 在通过获取国外技术提升创新能

力享受外循环技术溢出的同时，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重点培育高技术

产业关键领域的独立研发创新能力和科技内循环能力， 控制关键领域创新活动的对

外依存度， 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可能引致的科技安全风险。 第五， 增强本土

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开放性， 提升协同创新在核心技术及重大项目攻关中的地位，
以更好发挥对高等级国外技术的破译及消化吸收优势， 亦有利于国内大循环创新网

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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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 １９８９， ９９ （３７９）： ５６９－５９６􀆰
［１２］ 谷克鉴， 李晓静， 崔旭 􀆰 生产性投入进口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影响与垂直溢出 ［ Ｊ］ ． 国际贸易

问题， ２０２０ （１０）： １－１６􀆰
［１３］ ＳＨＡＲＭＡ Ｃ， ＭＩＳＨＲＡ Ｒ 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ｕｚｚｌｅ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５７ （２）： ６１－７４􀆰
［１４］ ＬＩ Ｊ，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Ｒ， ＮＩ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２５ （５）： １０１０－１０１９􀆰
［１５］ ＰＩＰＥ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Ｐ， ＷＵ Ｊ， ＷＡＮＧ Ｃ􀆰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ＤＩ，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８， ４７ （１）： ２３２－２４０􀆰
［１６］ 步丹璐， 兰宗， 田伟婷 􀆰 引入外资能引进核心技术吗？ ———基于华控赛格的案例研究 ［ Ｊ］ ．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９ （９）： ４４－５６＋１１３􀆰
［１７］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 Ｃ， ＲＡＭＯＮＤＯ Ｎ，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ＣＬＡＲＥ Ａ， ｅｔ 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

ｏｍ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１０８ （８）： ２１２８－２１７３􀆰
［１８］ 肖利平， 谢丹阳 􀆰 国外技术引进与本土创新增长： 互补还是替代———基于异质吸收能力的视角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 （９）： ７５－９２􀆰
［１９］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７９， ９ （４）： ４６９－４７９􀆰
［２０］ 小岛清 􀆰 对外贸易论 ［Ｍ］． 南开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２１］ 刘文勇 􀆰 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新进展 ［Ｊ］ ．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２０ （８）： １４６－１６０􀆰
［２２］ 李志斌， 阮豆豆， 章铁生 􀆰 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创造机制：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研究 ［ Ｊ］ ． 会计研究，

２０２０ （１１）： １１２－１２４􀆰
［２３］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Ｐ， ＲＡＶＥＨ Ｏ􀆰 Ｉｎｐｕｔ－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１１ （３）： １５９－１７６􀆰
［２４］ 余泳泽 􀆰 中国区域创新活动的 “协同效应” 与 “挤占效应”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的研究 ［ Ｊ］ ． 中

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５ （１０）： ３７－５２􀆰
［２５］ 朱平芳， 徐伟民 􀆰 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 Ｒ＆Ｄ 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上海市的

实证研究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３ （６）： ４５－５３＋９４􀆰
［２６］ 黄先海， 宋学印 􀆰 准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动力转换———从 “追赶导向” 到 “竞争导向” ［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６）： ６０－７９＋２０６－２０７􀆰
［２７］ ＹＯＵ Ｋ，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Ｏ 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３４ （２）： ２４９－２６０􀆰
［２８］ 陈劲， 阳银娟 􀆰 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Ｊ］ ．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２ （２）： １６１－１６４􀆰

（责任编辑　 王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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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ｉｓｅ

ＬＩ Ｒｕｏｘｉ　 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ｌｉａｎｇ　 ＣＡＩ Ｊｉａｏ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ＦＰ）
ｇａｉｎｓ，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ｗｈｉｃｈ ｇｅｔ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ｎｅｗ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ＯＦＤＩ
ｈｅｌｐ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ＦＰ， ａｎｄ ＦＤＩ ｈｉｎｄｅｒｓ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Ｆ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２ ｙｅａ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ｅｖｅ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ＦＤＩ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ｗ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ＦＤＩ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４－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３－４ ｙｅａｒ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ｌａ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ｏｎｅ ｍｏｒｅ ｙｅａｒ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ＦＰ􀆰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ｂｏ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Ｆ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ｓｈｏｒｔ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ｙｅａｒ􀆰 Ｌａｓｔｌ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ＤＩ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Ｆ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ｅｓ ａ ４⁃ｙｅａ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ＦＰ ｉｓ ｓｈｏｒ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ｈｏｗｓ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ｌｏｃ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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